
1 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体育赛事

的转播途径更加多元化，体育赛事网络直播平台应运而生，

转播途径的改变扩大了赛事的影响力，增加了商业价值。在

商业利益的促使下，有关网络平台未经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版

权方的许可，私自转播相关的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侵害体育

赛事网络直播相关权益主体的案件频频发生。

遭受盗播侵权的网络平台向法院主张权利时，发现

原《著作权法》并不能为其提供恰当的保护，司法实践中

也存在不同的保护模式，在某些案件中更是出现了“同案

不同判”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稳定性。

2020 年，《著作权法》迎来了第三次修改，此次修改中，

对诸多条款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其中对广播组织权的规

制范围做出的调整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的保护意义重大。

为了促进体育赛事直播产业更加健康的发展，规范对体育

赛事网络直播的法律保护，在新《著作权法》视域下对体

育赛事网络直播适用广播组织权保护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广播组织转播权保护模式的合理性

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现有的保护模式在适用时都会面临

困境，作为采用“二分法”立法模式的国家，通过适用邻接

权中的广播组织权，能够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相关权益主体

进行恰当合理的保护。

2.1 体育赛事直播现有保护模式的适用困境

体育赛事直播的特点鲜明，不同于其他的视听作品还

需要后期加工制作才能播放，体育赛事直播的过程中，摄制

和播放是同时进行的。除此之外，导播人员也无法控制比赛

的进程，只能对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画面进行选择，以上因素

导致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定性存在较大的争议，不同的学

者观点不一，例如：王迁教授认为摄像人员对比赛画面的摄

录范围，以及导播对呈现在终端用户的画面选择有一定的技

术规范要求，以上因素限制了摄像人员和导播自由发挥的空

间，导致其发挥的独创性有限，体育赛事网络直播节目不应

属于作品。然而吴汉东教授认为摄像人员对机位的设置、对

镜头远近景切换与特写的选择和导播对呈现画面的编排体现

了上述人员的个性化因素，使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具有独创性，

故吴汉东教授认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可以构成视听作品。

不仅学者在此问题上存在争议，不同的法官对此也有

不同的见解，导致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在“新浪

公司诉天盈九州中超赛事现场直播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涉

案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属于作品，但二审法院对此持反对意见，

认为原告新浪公司的主张缺少法律依据，驳回了原告的全部

诉讼请求。本案又经历了再审，再审法院撤销了二审法院的

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的广播组织权保护

2020 年 9 月 23 日，备受瞩目的“新浪公司诉天盈九州中超赛事现场直播案”迎来了再审判决，该案的核心问

题是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否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2020

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后将其称之为“视听作品”），由于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性质难以界定，从而导致

此案历经波折。在《著作权法》修改的背景下，评析现有保护模式面临的问题，分析适用广播组织权保护模式

的合理性，研究新《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转播权的调整，通过适当的方式将网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主体范

围，从而探索出一条适用广播组织转播权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节目权益主体进行保护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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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认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属于作品，维持了一审判决。

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法律规定的不健全，现行法律法

规和司法解释中均没有对独创性的标准做出规定。目前存在

独创性的标准存在“有无说”和“高低说”两种观点，前者

认为作品独创性的标准是“有无”，只要具有独创性就认定

为作品，而不考虑其独创性程度的高低。后者则认为作品独

创性的标准是“高低”，作品必须要达到一定高度的独创性，

独创性的程度过低就不能称之为作品。

在上述“新浪公司诉天盈九州中超赛事现场直播案”

的再审判决中，法官就采用了“独创性有无说”的标准，其

在判决书中指出“邻接权是在狭义著作权之外增加的权利，

目的在于对那些不具有独创性、仅仅是劳动和投资的成果也

给予保护，以鼓励对作品的传播。电影类作品与录像制品的

划分标准应为有无独创性，而非独创性程度的高低。”从上

述理由中我们可以发现再审法官认为涉案的中超赛事直播节

目具有独创性就已经满足构成作品的条件，没有考虑独创性

程度的高低，同时也认为录像制品不具有独创性。笔者并不

认同此种观点，再审判决曲解了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差异。例

如录音制作者在制作录音制品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收音设备

的放置以及是否渲染背景音乐等做出个性化的抉择，在后期

剪辑加工的过程中，不同制作者不同的处理手段将会使录音

制品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这同样凸显了录音制作者的个性化

烙印。不可否认的是，在制作录音制品的过程中录音制作者

的选择使其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独创性，按照上述的逻辑分

析也不难得出，版式设计等其他邻接权同样具有一定的独创

性。如若再审判决中所言合理，邻接权保护的是不具有独创

性的成果，那么就无法合理解释上述例子中我们得出的结论。

由此可见，再审判决的理由不符合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认定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性质面临困境时，有些法

院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认定为录像制品进行保护，但此种保

护模式不免会面临合理性的质疑，因为我国《著作权法》仅

为录像制品者规定了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和信息网络传

播，这四项权能均无法为体育赛事网络直播权益主体提供有

效的保护。

在《著作权法》无法为体育赛事网络直播权益主体提

供合理保护的情况下，部分法院通过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对原告提供保护，通过分析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

式的案件所做出的裁判理由可以发现，法院认为盗播方与体

育赛事画面的权益主体存在商业竞争的关系，盗播方未经允

许实时转播有关赛事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侵害了体育赛事

网络直播节目相关权益主体的利益。从适用《反不正当竞争

法》具体的条款来看，由于盗播体育赛事网络直播节目的行

为不属于该法第二章明确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大多

数适用此种保护模式的案件，都将该法第二条作为依据，但

该条款仅为原则性规定，在适用时面临不确定性，相关权益

主体也无法获得稳定的心理预期，无法将其作为一种长久有

效的可行方案。

2.2 广播组织转播权保护模式符合立法逻辑

与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版权法”体系的立法模式不同

的是，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模式采用“作者权”体系，

即著作权和邻接权二分的体系结构，邻接权的产生源于保护

作品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成果，这些成果需要受到保护，

但无法界定为作品进行保护，因此有些学者也将邻接权称为

“作品传播者权”。从本质上看，体育赛事网络直播侵权案

件中的侵权对象为涉案直播信号，广播组织在信号的制作和

传播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本应在信号的传播过

程中通过授权转播等商业手段获得回报，盗播方未经允许截

取并利用信号，导致权益主体的用户被分流，影响其商业收

益，因此应对盗播行为予以规制，维护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广播组织享有邻接权，并赋予其复制

权、转播权等，而转播权所保护的客体就是载有节目的信号。

如果相关法律经过调整，使网播组织拥有广播组织权，使用

广播组织权能够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相关权益主体进行恰当

的保护，那么在实践中就会定分止争，摆脱上文提及的适用

困境，维持司法的稳定性。

3 广播组织转播权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保护的

适用

2020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著作权法》进

行了第三次修改，新《著作权法》已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施行。此次修改成果颇丰，汇聚了专家学者的论证成果，做

出多处实质性的修改，其中对广播组织转播权的调整意义重

大，为体育赛事网络直播的保护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

是此次修改还有一定的不足，尤其是未对广播组织的范围做

出修改，仍延续了以往的规定，如此一来在司法实践中若要

适用广播组织权对体育赛事直播相关权益主体进行保护，还

需解决广播组织范围限定过窄的问题。

3.1 新《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转播权的调整

2020 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回应了学者关于司法实践

中对体育赛事直播保护面临困境的呼吁，将广播组织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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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行为从“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

变更为“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转播”，

增加了“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的表述。有学者认为此处的

变动属于技术性调整，将之前隐含在法律条款中的含义用文

字表述出来，使其更加清晰明确，对转播权的规制范围并无

实质的影响。其实不然，这样的变动本质上扩展了转播权的

规制范围，有其深远的影响。“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属于

技术中立的立法模式，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也采用了相同的表

述，二者属于相同的立法模式，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范围

显然是包括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同理，转播

权的规制范围同样可以涵盖包括互联网转播在内的以所有技

术手段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同步转播的行为，弥补了原《著

作权法》转播权规制范围的缺陷。

3.2 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节目采用转播权保护模式的建构

正如上文所述，新《著作权法》已经能够采用传播权

对体育赛事直播的信号给予全面的保护，使其能够规制利用

互联网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行为，那么我们就无须再对

体育赛事网络直播节目的性质做出界定，从而摆脱了体育赛

事直播节目属于视听作品或录像制品的争论，为司法适用的

统一奠定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著作权法》的修改并未对广播

组织权的主体进行调整，仍然为“广播电台、电视台”，然

而体育赛事网络直播节目侵权案件中的权益主体多为网播组

织，例如，腾讯体育、PPTV、新浪网等互联网平台。有学者

认为，网播组织并不一定属于广播组织，从文义解释的角度

无法将其纳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范围，然而，网播组织多采

取获得授权的方式转播来自传统电视台制作的直播信号，获

得授权的基础是付出了不菲的转播费用，如果不对网播组织

合法的转播行为进行保护，那么将有违公平，不利于体育赛

事产业的健康发展。本文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司法

解释的形式将《著作权法》邻域中广播组织权的主体范围作

扩大解释，使其包含网播组织，如此解释符合公众的心理预

期，也能够对相关权益主体的利益做出均衡的保护。除此之

外，考虑立法的成本和效率问题，可以通过修正《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的方式，对广播组织权的法律漏洞进行填补。如

此一来，司法实践中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节目的保护将会形

成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有利于司法的稳定和体育产业健康

持久地发展。

4 结语

近些年来，对体育赛事网络直播节目的保护多有纷争，

理论界的观点不一，司法实践也面临着不确定性。值得欣喜

的是，《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为探索可行的保护路径

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对转播权的主体做出扩

大解释，利用转播权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面对科技的迅猛

发展，互联网传播技术方兴未艾，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视

角面对日益复杂的互联网环境，探索合理的保护模式，促进

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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